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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临安在南宋茶业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
陶德臣 

  （解放军理工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，南京 210007） 

〔摘  要〕 宋代是中国茶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。南宋茶业经济是宋代茶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作为茶业管理中心、茶叶

市场中心、茶叶消费中心的临安对南宋茶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，因而值得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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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茶业经济繁荣，不仅对当时也对后世产生

了深远影响。宋代人曾自负地说：“茶之尚，盖

自唐人始，至本朝为盛。”[1]卷六作为当时世界上著

名的大城市临安，不但是南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

中心，也是南宋茶业经济中心。这一中心作用主

要体现为茶业监管中心、茶叶市场中心、茶叶消

费中心。三大中心的作用奠定了临安在南宋茶业

经济中的历史地位。 

 1  茶业监管中心 

 临安作为茶业监管中心的作用，主要体现在

制订和实施茶法，设立和完善茶业监管机构，征

收贡茶和获取茶利，组织开展茶叶贸易等方面。 

1.1 制定、修改、实施茶法 宋朝监管茶业的基本

手段是茶法，即通过颁布茶叶生产、运销、税收

的法规来实施对茶业的监管。制订、修改、组织

实施茶法的最高权力属于朝廷，相关机构则具体

负责。临安作为南宋都城所在地，自然是茶法的

策源地。 

南宋茶法以北宋政和（1111～1118 年）茶法

为范本，经增删而来，实际上是合同场卖引法茶

法的继续。其对茶叶市场的管理方法、基本内容

没有多大变化，这也是史书所云“建炎（1127～

1130 年）渡江，不改其法”[2]甲集卷十四《总论东南茶法》的原

因。东南地区，宋“高宗（1127～1162 年在位）

建炎（1127～1130 年）初，於真州印钞，给卖东

南茶盐”，建炎二年（1128 年），由梁扬祖建立

了茶盐法。南宋在临安、镇江府、建康府建立了

榷货务，“建炎三年（1129 年）置行在都茶场”，

专门管理茶引和茶息事宜，“罢合同场十有八，

惟洪江、兴国、潭、建各置场一，监官一”。东

南茶法在继承北宋末年卖引法时，也稍有不同。

一是别印食茶小引。形成“长短小引相兼，从人

之便”[3]卷一百八十四《食货志·茶下》的局面。二是增收茶税翻

引税。官府以此控制商人过淮贸易，避免茶利落

入榷场官方贸易之外的茶商手中。本来“茶盐同

法，於请纳外，随其所指，并不收税”，随着“客

人贩茶过淮，遂开收税之例”。原来长引水路不

许过高邮县，陆路不得过天长县，现在“如愿往

楚州及盱眙军界住卖，每二十三贯并二十六贯引

各贴纳翻引钱十贯五百”，如到楚州盱眙军翻改

去淮北州县，“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”[4]食货三十

四之十五～十六。这样到楚州盱眙军的引钱在原引价基础

上增加了 57.0%～65.2%，到淮北等地则增加

80.8%～91.3%。非但如此，乾道二年（1166 年）

户部言：“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，除输翻引钱，

更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六”[3]卷一百八十四《食货志·茶下》。

乾道八年（1172 年），这个标准有所降低，但仍

维持翻引钱 7 缗，通货侩息钱 8 缗的水平。三是

对园户增俵茶引。这是南宋搜刮茶利最主要的方

法之一。湖州“比年官司又与额外抑配园户茶引、

僧人茶钞，武康一县园户买茶引每亩出钞三百文

足，僧人买茶钞每名出钱三百六十文足”[5]卷一百六十

三。江州（江西九江）瑞昌民负茶引钱，新旧累积

为一十七万有奇，皆困不能偿。死则以责其子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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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涉到千余户之多。四是不管茶树数量及存废，

一律收税。邵武军“管下四县，有产茶价钱岁纳

之数通不及一千七百缗”。绍兴年间（1131～1162

年），行经界法，“乡民植茶虽止一二株，尽籍

定为茶园，敷纳价钱，无虑数千户，后虽荒废无

复存者，所料钱依旧输纳”[3]卷三百九十二《赵崇宪传》。这

是赤裸裸的盘剥。五是对不植茶的贫下户摊派茶

引或茶。此以荆门军最为典型。茶“以人户为率，

计口均敷，如家有一丁，则岁受茶三斤”，有的

“一家买十三斤者”，这种行为“行之将及十年，

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，其弊不一”[6]卷四十九《荆门军便民五

事状》、卷五十一《荆门军论茶事状》。豪商勾结官吏，借助官府

强制力，肆意向下户推销茶货。为了支付茶引钱，

豪商采取多种手段转移负担，坑害消费者直至走

私贩私。六是直接大幅度提高引价。福建腊茶“系

贵细品色最高，客人兴贩利厚”，官府于是增加

引价从中分利。下令“片铤腊茶二十二贯，套更

贴纳钱一十五贯文”[4]食货三十之五～七，引价增长 60%～

68%。官府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茶利。 

南宋茶法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川茶废禁榷

法、改行卖引法上。其蓝本仍然是政和二年（1112

年）蔡京创设的合同场卖引法。建炎元年（1127

年），赵开仔细分析榷茶易马五害后，提出变更

四川茶法。朝廷同意了赵开的要求，“是其言”，

并提升赵开为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，推行更法。

建炎二年（1128 年），四川“大更茶法，官买官

卖并罢”，“参酌政和二年（1112 年）东京都茶

务所创条约，印给茶引，使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

易。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。仍于合

同场置茶市，交易者必由市，引与茶必相随”[3]卷

三百七十四《赵开传》。赵开茶法就是政和茶法的翻版，其

对市场的管理手段如出一辙。 

1.2 设立、完善茶业监管机构  南宋实行合同场卖

引法，其茶事管理组织机构在北宋基础上有所损

益，但仍纳入户部——太府寺——榷货务都茶场

茶事管理体制。通过各级茶业监管机构对茶业进

行有效管理，是南宋朝廷榨取茶利的重要手段。

具体成果参方健《宋代茶盐司考略》[7]、《宋代茶

事机构述略》[8]。本人专文论述宋代卖引法对茶叶

市场的管理问题，对南宋茶业监管机构有较多论

述[9]。限于篇幅，这里仅列举南宋卖引法茶业监管

机构之大略：首先是户部，其次是太府寺（太府

寺与茶有关的官司是茶库、都商税务、交引库），

最后是榷货务都茶场（包括榷货务、都茶场、提

领江淮茶盐所、总领所兼领茶事、巡捉私茶盐、

提举常平盐茶司、发运司、茶马司等机构）。当

然，高居各机构之首的是身居临安的中央顶层茶

业监管机构。从机构的设置可概见临安在茶业监

管中的中心地位。 

1.3 征收贡茶和榨取茶利  南宋对贡茶的需求已不

如北宋旺盛，但高档腊茶仍大量用以进贡。南宋

建炎二年（1128 年），北苑贡焙发生叶浓领导的

农民起义，“园丁亡散，遂罢之”。绍兴四年（1134

年），“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”[2] 甲集卷十四《建

茶》，淳熙年间（1174～1189 年），以贡茶 5 万斤

为准。可能腊茶充贡的最高数量超过 20 余万斤，

因为宋人说腊茶之贡，宋初“每岁不过五六万斤，

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”[10]卷六十。当然，南宋统治阶

级还尽其所能地搜刮民营茶园的茶用以充贡。 

南宋对茶利的榨取超过北宋。仅东南茶利，绍

兴（1131～1162 年）以后茶引岁入 240 万贯，绍

兴二十四年（1154 年），东南卖茶引岁入 269 万

贯，翌年为 270 万贯，淳熙（1174～1189 年）初

年达到 420 万贯，茶利增幅达 75%。四川茶利也

相当诱人。建炎四年（1130 年）冬，茶引息钱达

170 余万缗。绍兴（1131～1162 年）以后，提举

官又旋增引钱，至绍兴十四年（1144 年），“每

引收十二道三百文，比应祥（即赵开——引者）

初立法增及一倍，于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”。

绍熙（1190～1194 年）初，成都府利州路 23 处茶

场，岁产茶 2102 万斤，“通博马物帛，岁收钱约

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”[2] 甲集卷十四《蜀茶》。这大概是

南宋川茶茶利的最高数额。南宋前期茶利总数曾

达 600 万贯，几乎是唐代茶利的 10 倍。漆侠先生

研究，“宋高宗末年财政总收入为五千九百四十

余万贯，宋孝宗时为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。而这

两代的茶利，分别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·六

和七·二”[11]802、[12]卷一百八十九。 

1.4 组织开展茶叶贸易  南宋的茶叶贸易包括国内

茶叶贸易、西北及西南茶马贸易、与金辽的榷场

贸易、海外茶叶贸易。各种形式的茶叶贸易均在

朝廷指导、监管下进行，临安在茶叶贸易中所起

的作用举足轻重。 

国内茶叶贸易主要由户部——太府寺——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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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务都茶场茶事管理体制负责。上文已述，不重

复。 

茶马贸易由都大提举茶马司负责。“川、秦榷

收，自元丰（1078～1085 年）以来虽各有两司，

大抵川、秦皆止除一使”，“绍兴初（1131 年），

陕西失守，李子公为使，乃奏合四司为一司，以

省官吏”[2]乙集卷十四。嘉泰三年（1203 年），复分二

司，凡市马于边区则以茶交易，置都大提举及主

管、同主管官，许其自置僚属。后又合并。“嘉

定三年（1210 年），以所发纲马不及格式，诏茶

马官各差一员，遂分为两司”[13]13、[3]卷一百六十七《职官志·都

大提举茶马司》。 

榷场贸易管理机构负责与金贸易。南宋设立了

盱眙军、楚州北神镇和杨家寨、淮阳县磨盘、安

丰军水寨和花靥镇、霍丘县封家渡、信阳军齐冒

镇、枣阳军、光州等榷场，与金国开展贸易。榷

场贸易的重要货物是茶叶，高档腊茶更是榷场交

易中的重要物资。绍兴十二年（1142 年），“兴

榷场，遂取腊茶为榷场本，凡胯、截、片、铤，

不以高下多少，官尽榷之，申严私贩入海之禁”。

隆兴年间（1163～1164 年），商贩自榷场“转入

虏中，其利至博，几禁虽严，而民之犯法者自若

也”。获利丰厚的物资当然包括茶在内。商人经

营的合法榷场贸易中，官府利用管理机构进行监

督、征税，获利甚丰。乾道二年（1166 年），户

部言：茶“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，除输通货侩息

钱十一缗五百文”[3]卷一百八十四《食货志·茶下》，由此可见

一斑。榷场贸易是宋茶流入金的主渠道。李心传

说：“今东南茶皆自榷场转入虏中”[2]甲集卷十四《江茶》。 

市舶贸易管理机构专门用以对外贸易。建炎

（1127～1130 年）初，罢闽浙市舶司，归转运司，

不久复置。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 年），“臣僚言，

福建、广南各置务於一州，两浙市舶乃分建於五

所”。乾道初（1165 年）臣僚又言，两浙提举市

舶一司有抽解骚扰之弊，认为福建、广南皆有市

舶，“物货浩瀚，置官提举实宜”，“惟两浙冗

蠹，可罢”，从之，仍委逐处知州、通判、知县、

监管“同检视，而转运司总之”[3]卷一百六十七《职官志·提举

市舶》、卷一百八十六《食货志·互市舶法》。市舶司管理无疑包括茶

叶出口事宜。嘉定十五年（1222 年）十月，臣僚

说：“国家置舶官于泉、广，招徕岛夷，阜通货

贿。彼之所缺者，如瓷器、茗、醴之属，皆所愿

得。故以吾无用之物，易彼有司之货，犹未见其

害也”[3]刑法二之一百四十四。茶叶、瓷器、丝织品是出口

的主要商品。腊茶质好高价，具有广阔的市场需

求，官府特于建炎二年（1128 年）“以市舶官兼

茶事”[14]卷一百八十一《乾德榷货》。对于“不畏法禁，规利

之徒，依前般载腊茶，经由海道贩卖”[4]食货三十一之六，

规避市舶司监管行为，宋朝进行严厉打击。明州

主要对日本、高丽开展贸易，广州、泉州主要通

南洋，这些港口中茶叶出口量均较大，进港输出

茶叶的外国商船均纳入管理体系内。 

2  茶叶消费中心 

从临安茶馆业档次提高，功能齐全角度，即可

概见茶叶消费中心的地位。临安的茶馆集饮茶、

休闲、娱乐、交友、学习、联谊、集会、信息于

一体，可以满足不同阶层、不同人士的消费需求。

“汴京熟食店，张挂名画，所以勾引观者，留连

食客。今杭城茶肆亦如此，插四时花，挂名人画，

装点店面”，有的茶肆“列花架，安顿奇松异桧

等物于其上，装饰店面”[15]卷十六《茶肆》。有的店面壁

上写字作装饰。门面店内装饰，使茶馆具有一种

特有的艺术氛围。据洪迈称，南宋孝宗（1163～

1189 年在位）时，吕德卿与朋友往临安，“四人

同出嘉会门外茶肆坐，见幅纸用绯贴，尾云：‘今

晚讲说汉书’”[16]支丁卷三《班固入梦》。临安王妈妈茶肆，

又名一窟鬼茶坊，即以说唱“西山一窟鬼”而得

名。有的茶坊设有博奕等娱乐项目。洪皓《松漠

纪闻》卷二有“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，多

至十，博者蹴局，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”。有

了这些休闲娱乐项目，茶客更易消磨时间。有些

人进茶馆则为学习而来。临安“茶楼多有都人子

弟占此会聚，习学乐或唱叫之类，谓之挂牌儿”[17]

茶坊。有“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”的茶馆，临

安就有黄尖嘴蹴球茶坊、一窟鬼茶坊、车儿茶肆、

蒋检阅茶肆等 4 家。其他各色人等均有相应的聚

会之所。人情茶坊，并非以售茶为业，“但将此

为由，多觅茶金耳”，真是生财有道。“又有茶

肆，专是五奴（妓院老板——引者）打聚处，亦

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，行老谓之市头”。以上

是各行各业聚集于不同茶馆进行联谊、交友，并

获取相应信息。醉生梦死者则有“水茶坊”、“花

茶坊”可去。水茶坊与花茶坊的区别不大，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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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为媒介，以色相为目的获取金钱。花茶坊借开

茶坊之名，行开妓院之实。临安比较著名的花茶

坊就有潘节干、俞七郎、朱骷髅、郭四郎、张七

相干 5 处，“多有炒闹，非君子驻足之地也”[15]

卷十六《茶肆》。水茶坊的情况也差不多，“乃娼家聊设

桌凳，以茶为由，后生辈甘於费钱，谓之干茶钱”
[17]茶坊。每天水茶坊的女子“莫不靓汝迎门，争妍

卖笑，朝歌暮弦，摇荡心目”。凡入此类茶坊者

花费甚巨，“凡初登门，则有提瓶献茶者，虽杯

茶也犒数千，谓之‘点花茶’”[18]卷六《歌馆》。此类

茶坊也不少，著名者就有清乐、八仙、珠子、潘

家、连三、连二等茶坊。茶坊还是重要的信息中

心，许多社会消息汇集茶馆，又从这里输向社会。

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谈到秦桧孙女崇国夫人的一

只狮猫走失，官府限令临安府找回，临安府急中

生智，“乃贿入宅老座，询其状，图百本于茶肆

找之”。 

3  茶叶市场中心 

从临安茶馆数量骤增，遍及城乡各地，可概见

茶叶市场中心的地位。宋室南渡后，临安客居、

流动人口急增，城市商业更见发达，为茶馆业的

发展提供了更为适应的土壤。茶馆集中之地有清

河坊、市西坊、保佑坊、太平坊，尤其是平康诸

坊，包括上下抱剑营、漆器墙、沙皮巷、融和坊、

新街巾子巷、狮子巷、后市街、荐桥及金波桥等

两河以至瓦市地区，密布着各有等差的大批茶馆。

临安嘉会门外也有茶馆。由于“杭城大街，买卖

昼夜不绝，夜交三四鼓，游人始稀，五鼓钟鸣，

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”，这就为流动茶摊或夜市售

茶水者提供了活动场所，有“车子卖香茶异汤”

者，有三更后“提瓶卖茶者”，而冬天则有“担

架子卖茶”，以方便“公私营干，深夜方归”[15]

卷十三《夜市》和“游观之人”。此外，平时“巷陌街坊，

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”，而“街司衙兵百司人，

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”借以“乞觅钱物，谓之龊

茶”。那些“僧道头佗道者”，也不甘落后，“欲

行题注”，则“先以茶水沿门点送，以为进身之

价”[15]卷十六《茶肆》。这些虽不能算正式的茶馆，但与

茶馆售茶目的一致，且数量可能更多，有相当的

适应性，成为临安众多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由

于茶馆遍布城区，因而经营中也就出现了一些影

响较大，名气较著的茶馆。 

 茶叶消费如此发达，当然刺激了当地茶产的

发展，吸引着其他产区茶的输入。事实上，浙江

茶产在唐宋时已进入兴盛时期。当然，临安是重

要的产区中级周转集散市场，茶叶消费量相当大，

“人家每日不可缺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或稍丰

厚者，下饭羹汤尤不可无，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”
[15]卷十六《茶肆》。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，是当时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不但商业繁荣，达官贵人、富

商大贾尽情享乐，而且居住人口多达百万以上。

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，茶叶消费量相当惊人。其

典型代表现象是茶馆林立，功能不一，层次分明，

形式多样，能适合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。饮风如

此大盛的中心城市，每年茶叶消费数量当然十分

可观，临安就是一个大茶叶市场。 

 总之，临安在南宋茶业经济中的“三个中心”

地位，突显了临安丰富深厚的茶文化底蕴。对于

先辈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，值得当今杭州人

努力发掘、充分继承、发扬光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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